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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江苏“女学救国”思潮的出现与实践

蔄雨婷
*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

摘 要： 19 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后，来华传教士逐渐形成

以女性教育水平衡量晚清社会文明程度的评判体系。在华传教士据此将晚清

社会女性境遇作为实证，指认中国是半文明国家，并由此衍生出“兴女学以

救国”的改良主张。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晚清士绅接纳并实现这一改良主

张的在地化发展，将其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救国方案。江苏士绅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与清政府合力推进女学建设，着重塑造女学生的国家意识与新式

家庭角色素养，试图通过培育“新贤妻良母”实现国民再造。这种以国族话

语为核心的救国实践，虽为传统社会转型的有益探索，却也在客观上造就了

女性主体意识的消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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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文明等级论下的女性观传入中国，中国“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被视为国家衰落之源。囿于救亡图存客观需要，

晚清知识分子接受了在华传教士对“兴女学以救国”的论述，实现了西方女

性观的在地化发展，并对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寄予了“强国保种”的厚望。

在政府与女学创办者规划的救国路径中，经过新式教育培养的女学生要有强

健的体魄、新式知识和家庭技能，不仅能够生育强健的下一代，而且还能运

用新知识从幼时开始培养下一代国民，这便是新式的“贤妻良母”。为达成

这一目标，江苏政府与士绅通过多种实践重塑女学生的救国角色。

关于江苏女学生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现有成果主要集中

在几个方面。首先，宏观教育史的研究聚焦江苏女子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

对江苏女学生这一教育主体缺乏足够关注
[1-3]

。其次，微观教育史研究江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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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嬗变，但多局限于单一校史考述，缺乏对女性教育思潮变迁的

考察
[4-6]

。再次，留学史视角下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清末民初江苏女学生的

海外求学经历及其社会活动参与情况
[7-8]

。最后，微观群体研究方面，现有成

果多选取特定地域或典型院校的江苏女学生为样本，揭示女学生自我意识的

觉醒与转变过程，但在女学生角色建构和培养上尚存拓展空间
[9-12]

。

晚清知识分子与江苏士绅将兴女学纳入救亡图存实践，本质上是西学东

渐背景下借助新学救国的重要尝试。本文通过考察西方女性观在华传播与本

土化过程，揭示江苏知识精英群体对“兴女学”救亡路径的接纳与发展，并

进一步剖析其重塑江苏女学生救国角色的具体实践，从而深化对近代中国社

会转型中女性角色转变的历史认知。

1. 文明之镜：传教士话语下的兴女学与国族重塑

1903 年，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出版《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在

该书的序言中，林乐知如是写道：“全书之宗旨，可用两言以蔽之，一曰观

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

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
[13]
。林乐知将女子视为国家教化水平的重要标准，若

女子不成才，则国家难以有振兴之希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教化”、

“开化”、“文教兴盛”等词语是英文词 civilization 的翻译，civilization

一词在 20 世纪后才直接被译为“文明”
[14]
。不难窥见，在林乐知的表述中，

“女性”被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西方世界中普

遍使用。文明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就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意涵，并且进一步

被衍生为文明等级论，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基督教传播。在文明等

级论的阐释下，象征“文明”的西方国家可以对“非文明”地区随意进行殖

民扩张活动，以便协助“非文明”地区建立高级的文明
[15]
。随着殖民扩张的

进程，西方世界的文明等级论传入世界各地。

19 世纪中叶以降，西学东渐的进程随之加快，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因而传

入中国。从 19 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开明的西方知识分子，大多认同以妇女

处境与知识水平的优劣，作为评判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与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
[16]
。西方来华传教士来华时，晚清女性深受“缠足”、“女子无才便是德”

等愚昧观念的荼毒。在看到晚清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后，深受文明等级论影

响的在华传教士，以晚清女性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论证中国是一个未曾完

全开化的“半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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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士借助女性阐发文明等级论的第一个论点，是女性缠足对国家

的危害。在西方传教士看来，缠足既不利于家国利益，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

晚清社会文明等级的落后。从家国利益的角度出发，缠足于国于家不利。基

督教出版的《教务杂志》认为，缠足的女人只会成为贫穷丈夫的负担，最终

陷入家庭贫困的恶循环，进而导致中国的贫穷
[17]
。从经济模式上看，缠足破

坏了一夫一妻家庭模式背后的生产方式，国计民生困苦不已，“惜乎今时妇

女缠足不能操作，致使男人而作女工，以此民用空乏，而国计困穷也”
[18]
。

从文明等级论来看，缠足也是晚清社会被判定为“半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准。

1885 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了《佐治刍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妇女的

缠足批为陋习，认为缠足陋习是文教未臻极盛的典例。正如前文所言，文教

未臻极盛正是这一阶段 civilization 的反义词
[19]
。

在华传教士阐述晚清中国是“半文明国家”的第二个论点，是晚清社会

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子无才便是德”被传教士视为晚清社会

“国计困苦”的重要原因。1903-1904 年，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一书，将“女人的地位和看待女人的方法”上升为判断文明等级的核心标准。

而中国之所以沦为“半文明国家”，正是整个社会将女性视作玩物导致的严

重后果。不教女性成才“遂使家无贤妻之助，子无贤母之训，其国亦即成为

半教化之国矣”
[20]

。

妇女既为阻碍文明进程的重要原因，想要提升一国文明程度，自然离不

开提升女子教化水平，摆脱加诸于女性身上的陋习。为此，在华传教士也开

始了开女智、兴女学的实践活动，冲破了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

为部分女性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1844 年，英国传教士爱尔赛德女士在宁波

开办女塾，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女子学校。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女学还

有上海俾文女塾
[21]

，上海文纪女塾
[22]
等。

1860 年以前，儒家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未曾遭到太大冲击，在华传教士

虽然借助文明等级论对晚清女性观做出一系列评述，但晚清社会依旧保持着

传统女性观，对教会女学及其学生认可程度不高，传教士创办女学的活动遭

到了重重阻力
[23]
。虽然借助传教士的殖民扩张与传播基督教的需求，接受新

式教育的女学生得以出现，但此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教会女学中的

女学生。

19 世纪 60 年代，为扭转传教困难的局势，西方传教士趁热打铁，借助

文明等级论，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继续强调兴女学的重要意义。此时恰逢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晚清社会故步自封的思想遭到冲击，官僚阶级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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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图新的洋务运动，对西学的认可程度逐步提高。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

派发起戊戌变法，逐步利用西学挽救民族危亡。趁此机会，西方传教士在过

往宣传的基础上，提出兴女学是变法图强的重要因素，“故今日应为之急务，

为变法立宪之预备，不能入人人之家而户说之，莫若兴女学，劝女学，使女

子而皆有学问，具完全之人格也，将与男子同出而担任人类之义务，则国其

庶几乎”
[24]
。再次呼吁将女子与女学视为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

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写下的两条宗旨是文明等级论传入

中国的典型代表，即“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

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为代表的西方女性观表述，实际上是借用女性问题，构建世界不同地区之间

的差异，凸显西方的文明程度，为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提供话语权
[25]
，为文明等级高的国家进行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

[26]
。但客观上，也为晚清

知识分子重视女性主体地位提供了契机。

从在华传教士将西方女性观传入中国伊始，女性就与国家文明程度相勾

连，这十分贴合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儒家思想中本就存在着家国同构

的传统女性观
[19]
。《女戒》中称“治天下，首重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

正夫妇，首重女德”，中国传统女性观认为女性是家国之本，并进一步提出

“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这一传统女性观内在逻辑

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在华传教士关于女性才能有益于家国的论述。

“尝闻论治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女人为有家者所不可忽视

也……有国者又安可忽视女人哉”
[27]
，在华传教士认为女性是家国的基石，

是强国富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家国同构的重要论点，传教士通过女学不

兴则国家无望的观点，逐渐实现了女性境遇与晚清中国的文明程度实现了双

向绑定，“兴女学”和“废缠足”一起成为“救亡图存”时代课题下主要答

案之一，并逐渐被晚清知识分子接受、阐述和实践。

西方女性观的传入是殖民扩张与现代性交织的产物，既承载文明等级论

的霸权逻辑，也催化了中国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华传教士和固有

文化的影响下，“兴女学”成为强国之本。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本土

化调适，将“兴女学”的相关问题从“文明标准”转化为“救国工具”，为

近代女性解放提供了思想与实践起点。

2. 兴学图存：女学救国思潮的本土化发展与实践

在通过文明等级论将“女性地位”与“国家文明”相绑定的背景下，以

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弊端，并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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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兴女学”纳入晚清社会变革的议程。郑观应敏锐指出，中国虽人口繁

盛、心智开化，却因“女学多疏”导致半数国民才能被压抑。同时，郑观应

将儒家理想秩序与近代新式教育诉求结合，重构了女学的社会效用，“各塾

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一转移间，而道一

风同，利兴弊去，成周之雅化，关雎麟趾之休风，无难复见于今日矣”
[28]
。

在郑观应的论调中，“兴女学”议题突破道德范畴，升华为近代民族振兴的

重要路径。

在晚清救亡思潮激荡下，维新派以“女性才能关联国家富强”的论述为

核心，系统论述了兴女学的重要意义。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进一步论述，

认为天下积弱之本既始自妇女无才能
[29]
。严复与梁启超抱有同样观点，认为

当今民族危机与女子未曾开智密切相关，“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

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
[30]
。维新派的多重论述，不仅重

构了女性才能问题的政治属性与救国职能，更以新学话语体系赋予其理论合

法性，推动了 19 世纪末期兴女学思潮从思想启蒙转化为救国实践。

在重视女学的舆论氛围下，一部分晚清官员开始意识到兴女学对国家的

重要意义，上书直言其中利害关系。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时曾说：“中国人

民四万万，以男女各半计之，妇女得二万万之数。其在缙绅之族，读书识字

者尚不乏人；至若农、工之家，大抵操作有余，灵明未辟，终身不识一字，

圣经贤传无由而知。东西洋各国，于女学一事，莫不加意讲求；中国为数千

年礼乐之邦，似未可因陋就简”
[31]
，既强调中国礼教传统与女学缺失的矛盾，

又借西方经验施压清廷改革。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在上书总述北

南洋各督抚时，强调兴女学为中国自强之法，“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

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人自胚胎赋形，即禀母之

胎教，自孩提成立依依恃母，饭食、教诲，触处皆关学问。……是欲妇女通

知大义，不得不先兴女学明矣”
[32]
。经元善在上书中将女学定位为人才培养

的基础，呼应儒家“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

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多重论证，兴女学可救亡图存的论调基本定型。虽

论证路径不同，但共同指向“女学关乎国运”的核心命题。尽管清廷尚未正

式表态，但此时倡导兴女学的社会基础已大致形成。

在“兴女学以救国”的本土化诉求驱动下，晚清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教会

教育的文化依附性，探索具有主体意识的国人自办女学模式。1897 年，时任

上海电报局局长的经元善决定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学），标志

着“兴女学以救国”这一理论正式落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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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特邀梁启超起草办学章程，在这篇《创设女学堂启》中，梁启超

特以家国同构逻辑构建国人自办女学及培养女学生的合法性。在《创设女学

堂启》的开头，梁启超以“戕肢体、黜聪慧、绝学业”总结了传统女性的境

遇，直指传统女教通过身体规训与知识剥夺构建的压迫机制，致使占国民半

数的女性沦为“闺闼禁锢”的“土番”，国家衰败便成必然宿命。这种将女

性解放嵌入国族存亡的论述策略，暴露出维新知识精英对文明等级论的深层

焦虑：二万万女性“顽若土番”的境遇，恰印证赫胥黎《天演论》所警示的

“弱者先绝”法则。在传统女性观下，“国几何而不弊也？”。而晚清兴女

学一事几乎全由教会推动。面对“教会所至，女学接轨”的殖民教育格局，

梁启超以“有子弗鞠，乃抑哺于邻室。譬犹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的农

耕文明隐喻，揭示教会女学对文化主权的侵蚀，将教育自主性等同于种族存

续权。由此观之，经正女学这类国人自办女学对晚清中国意义重大。国人自

办女学培养的女学生，可以由小及大、由家及族地全面改善家国境遇：“上

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32]
。梁启超将女性角色从家庭领

域拔高至国族竞争层面，这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的女学规划，在“保

种强国”的国族叙事中实现了女学生的价值重构。

饱含着救国救民的热情，1898 年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国人自办女学由此

发迹，江苏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也由此产生。一部分晚清知识分子，赋予了

经正女学的学生以优化种族国家重大期望，“仁而种族，私而孙子，其亦仁

人之所乐为有识者也”
[33]
。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两年，经正女学就被迫关闭

[34]
。经正女学的实践开国人自办女学的先河，实现了国人自办女学从零到一

的突破，也形成了女学生群体社会期待的雏形。

在晚清兴女学的热潮中，江苏女学表现尤为突出。江苏位于东南沿海，

经济发达且思想较为开放，一部分士绅受西学影响较大，较早地开始了兴女

学的实践。故而江苏的女子教育发端较早，颇具代表性。1884 年，美以美会

传教士在镇江宝盖山创办镇江女塾，这是江苏省内最早的女学堂。1898 年，

江苏还建立了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学），为此后

江苏乃至全国士绅的兴女学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江苏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将兴女学视为救亡图存的

关键机制。江苏知识分子认为，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兴办女学可培育新式国

民，进而养成文明教化之邦。“八国之旗飘扬帝阙……于是不得不转思所以

救垂亡之策，立新国之基，其道舍教育未由……而又以提倡女学为急务，盖

女子必有学识……然后能知为人之义务，尽国民应有之责任，然后能去野蛮

之性质，而成文明之治化，尽假而抚育子女，扶植训导之”
[35]
。《江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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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杂志甚至专开女学论坛、女学文艺等相关专栏，论述女子救国之急切

社会责任。“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

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且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

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

人也。然欲肩斯责任，又岂终日困守香闺、步不出户者所能胜任也？”
[36]
。

在清末兴女学以救国的时代浪潮中，江苏士绅率先突破传统桎梏，通过

民间力量推动兴女学实践跨越式发展。1907 年以前，清政府并未颁布官方女

学章程，但江苏士绅开办的女学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将“兴女学以救国”

的理论转化为全省谋篇的战略实践。

在空间分布上，女学堂呈现“三核多节点”格局：南京、苏州、上海为

三核心，承担政治文化中心职能；常州、无锡、扬州构成次级枢纽，体现苏

南经济带的教育辐射力；吴江、南通等县域节点女学的开办，体现出这一阶

段兴女学的教育救国实践已深入江苏基层。这一时期江苏女学办学规模呈现

爆发式增长。

在女学和女学生数量上，江苏女学数量从 1902 年的 3所激增至 1907 年

的 71 所，增长逾 23 倍；女学生数量更从 1903 年的 22 人跃升至 3395 人，

全省（含上海）已有女学堂 71 所，女学生 3395 人
[37]
。以无锡振英女塾、常

州粹化女学、南京崇文女学、丽泽女子师范学校为代表的江苏女学，吸引众

多女学生来校，规模甚至超过同期多数男校
[38]

。至 1907 年，江苏兴女学实

践取得了显赫成果，江苏女学总数仅次于直隶，江苏女学生人数则位居全国

之冠。开办了务本女学、上海爱国女校、南京汇文女校、南京旅宁第一女学

堂、景海女塾、竞化女学、振华女学等享誉国内的女校，江苏女学生群体初

步形成。为达成兴女学以救国的目的，这些女学从课程设置、办学宗旨等方

面形塑江苏女学生，试图将其形塑为办学者眼中的可以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

的理想角色。

表 1 江苏女学数量及女学生人数表
[37]

年份数量 1902 年 1903 年 1904 年 1905 年 1906 年 1907 年

女学 3 5 10 23 56 71

女学生 0 22 60 256 853 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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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族叙事与母职启蒙：女学思潮对江苏女学生培养的影

响

在“兴女学以救国”的思潮影响下，女学生群体承载着救国救民的特殊

含义，晚清时人对女学生抱有较大的期待，“教之以家政、授之以科学，凡

厥所习皆寻常日用之所必须，而又陶淑其德性，启发其智能，俾获自立于社

会，上之可以补国家自强之至计，下可以树社会公益之远图”
[39]
。

时人对女学生的期待是基于家国同构的逻辑展开，希冀女学生能够由家

及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其中的家庭角色塑造环节，则是希望女学生能够

成为更贤良、更有才学的新式贤妻良母。梁启超被视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正

式提出贤母良妻为女子教育目的者”之始，奠定了女学要培育贤妻良母的基

调。同时梁启超还提出女学兴起为外侮所激发，所以强国保种为女学最后之

目的
[40]
。简言之，实现强国保种的途径为经由女学培育贤妻良母，以便新式

女学生在婚后能抚育下一代新国民。

为将女学生培养为新国民之母，江苏士绅在开办女学堂的同时制定了一

系列女学章程，试图培养章程、办学宗旨、课程安排等形式形塑在读的女学

生。其教育实践上主要包含两点核心，一是培养女学生的爱国热情，二是将

女学生培养为贤妻良母。

为将女学生培养成贤妻良母，江苏士绅在女学课程安排中插入了一定比

例的家政类课程。爱国女学的本科分为“文科”、“质科”两部，除外国语、

算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外，在质科中加入家事、手工、裁缝一类科目
[41]
。

无锡竞志女学认为“女子教育不谋振兴，安足以改良旧家庭”
[42]
，故而以“开

浚普通智识，潜化家庭习惯”为宗旨，在课程设置中安排家政课、教育原理、

保育方法等课程，指明了要将女学生向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
[43]
。

在课程安排之外，务本女学更是直接在校歌中熏陶女学生做好国民之母，

以母亲的身份养育未来国民的胚胎。“千寻之木始于苗，百川之水朝宗遥，

海上首唱女学校。胚胎国民此其兆，生男勿喜女勿脑恨，从今民我皆同胞。

学界兮光昭，女界兮光昭，宏母教兮兼容并包”
[44]
。女学通过中西结合的方

式培养女学生，同时注重培养女学生家务能力，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规划女

学救国的路径，即通过女学培育贤妻良母以强国保种。

为了进一步为强国保种的目标服务，江苏士绅大多希冀女学生心怀家国

危机，因而在教学中极力培养女学生的爱国思想。一些江苏士绅在开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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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直接以“爱国”为宗旨，吸引了一批学生投考。1902 年，蔡元培、林少泉

等人在上海发起爱国女校，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

心”为宗旨
[41]
。由于爱国女学的宗旨贴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得到了社会大众

的认可，来学者众多
[45]
。1903 年，爱国志士杨白民“慨祖国之积弱，嗟阴教

之沉沦”，创办上海城东女学生，试图通过培养新式女学生挽救民族危亡，

生员日益增多
[46]
。

各学校不仅将“爱国”定为宗旨，同时还通过创办主题活动、开设爱国

团体等形式培养女学生爱国本能。1902 年，吴馨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

为旨意，以自家家塾为基础，创办务本女塾
[47]
。“务本”之名就暗含着女学

生救国的潜在意图，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

提倡女教”
[48]
，故名为“务本”。在教学过程中，务本女塾中也不缺乏爱国

教员利用节假日开展活动，借此宣传反帝反封建意识
[49]
。童同雪、陈婉衍创

办宗孟女学，宗孟女学以“增进女子智识体力，使有母师仪范，而能铸造国

民”为宗旨，在学校中设立“对俄女子同志会”和“中国赤十字社”为爱国

活动服务
[50]
。

在歌曲中穿插爱国思想也是江苏女学培养女学生爱国本能的重要方式。

无锡竞志女学因“新教育不谋普及，何足以竞存于天演界”
[42]
而开办，将女

学生视为提升国家文明等级的重要手段。竞志女学还通过歌曲的形式强化女

学生爱国爱家的认知，“校旗卷风劲，国旗耀日华。文明播种，女学萌芽，

新知新理探讨弥涯。讲历史、绘地图，劝君爱国共爱家”
[51]
。振华女学在校

歌中两次提及女学生需担负对国家的责任，要求女学生改良社会风俗、拯救

国难，“璠玙美质琢之成圭璋，师友之益慎勿忘。智圆德方锻炼体魄坚且强，

齐家治国身所当……吾侪志气摩穹苍，国难纡兮风俗良，规模永永垂无疆”
[52]
。这些女学将女学生的角色定位于“爱国”，启发江苏女学生国族意识的

同时，也塑造了女学生国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通过女校对女学生的培养、形塑，逐步改善以往施加于女性的陋习，改

善社会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要求女学生废止缠足，并对女学生衣着做出规

定。经正女学对直接制定章程阐明女学生缠足问题，“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

既讲求学问中人，亟宜互相劝改，惟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

者，无论已缠足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划定界限，凡缠足者皆

不收入学”
[53]
。爱国女校规定学生不可缠足，若有缠足者，入学后需逐渐放

足
[41]
。务本女校鼓励女学生放足，吴若安在务本女塾的回忆录中说到，这一

阶段女学放足之风影响社会，每日不少家庭都到务本女塾索要放足鞋样
[49]
。

在衣着方面，务本女学对学生纪律要求比较严格，禁止学生涂脂抹粉或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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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服饰，规定“帽鞋衣裤，宜朴净雅淡。棉夹衣服用元色，单服用白色或淡

蓝。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准携带”
[54]
，学生夏季多着白色上衣，冬季多

为深色服装。学生多能恪守服饰规范，社会舆论对此多有好评
[49]
。上海爱国

女塾崇尚质朴，要求学生仪表简洁、形容质朴，在章程中直接写明入学女学

生“不得涂抹脂粉；不得著靡丽之衣服及首饰，亦不及诡异之装束及举动以

骇众”
[41]
。各大女学从女学生入手，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从

而逐步改善社会女性陋习。

最后，除重视学识培养外，这一时期的女学还注重培养女学生的良好体

魄，以便生育更为优质的下一代国民。20 世纪初，知识分子认为，女学生注

重体育活动有助于成为国民之母，通过生育良好体魄的后代以改善人种，养

成新国民和新民族是女学生的重要责任，“女学的体操尤为重要，女子是国

民之母，一国之中，女子体魂强者，则男子体魂亦必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

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今省重女学堂能知体操之要，而添设之，将来

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岂不美哉”
[55]
。为强健女学

生体魄，各学校积极在课程中安排体操等课程。常州争存女校为强健女学生

体魄，特于暑假期间附设体操传习所，教授建议体操，课程包含普通体操（徒

手、哑铃、棍棒、球杆）、游戏体操（唱歌、行进、舞蹈）等
[56]
。除此之外，

各女学还安排了项目多样的运动会。1905 年 10 月 15 日下午，务本女塾举行

秋季运动会，约五六百人前来观看。务本女塾开展算术竞走、缘绳、跳舞、

裁缝竞争等多种项目
[57]
。次年的项目在考虑女学生特点的同时进一步丰富，

包含美容术、自行车、庭球、竞走等
[58]
。1910 年无锡竞志女学运动会颇为盛

大，入校参观者多达“千六七百人”，还有振华女校、竞化女学等二十余校

整队前来参观，包含四五十种项目，全面提升女学生的身体素质
[59]
。

社会舆论也对刚刚兴起的女学生群体寄予了多种多样且十分深厚的群

体期待。无锡才女吴芝瑛曾在北京与一传教士夫人相谈，传教士夫人言“才

知贵国妇人大多不识字者多”。吴芝瑛对此深感惭愧，希望女学生能扭转这

一局面，呼吁在校学习的女学生未来要担负起做贤妻良母、改良社会风俗的

重任，“愿诸姊妹一雪此言之耻，以自立于竞争之时代。他日为贤妇为贤母，

相夫教子各尽其职所当为，人人以破除迷信、改良风俗为己任”
[60]
。一些期

刊也通过刊载文章提出自己对女学生的要求。1904 年，《女子世界》刊载了

一首《女学生入学歌》，通过琅琅上口的歌曲，描写了社会知识分子理想中

的女学生群体形象，并通过舆论传播进一步深化、认同。《女学生入学歌》

的首句就肯定了女学生“新国民”的身份，也暗含着女学生婚后要生育、抚

养新国民的期待。理想的女学生形象还包括抛弃妆奁伏案向学、锻炼身体、

兼修理化、牢记爱国宗旨、学习东西方女英杰、增进文明程度、做救国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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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等不同的层面，整个歌曲中“理想的女学生形象”都围绕着国族叙事的核

心展开。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脂奁粉盒次第抛，伏案抽丹毫。缇萦木兰真可

儿，班昭我所师。天仪地球万国图，一日三摩挲。紫裙窣地芳草香，戏入运动场。……

理化更兼博物科，唱歌音韵和。秋千架设网球张，皓腕次第攘。……展师聊队整衣

巾，入学去重行行。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凌

须眉。女儿花法文明多，新世界女中华。斯巴达魂今来响，活跃地女学堂。励志愿

作女英雄，不入学可怜虫[61]。

尽管社会层面的兴女学风潮轰轰烈烈，但在 1907 年以前，女学一直未

得到官方承认。甚至一些女学堂在开办后遭遇重重阻力，国人自办女学面临

着停办、资金缺乏等阻力。1904 年，湖南省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反对开办女学

堂，以“湘省女学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为借口，上书清朝中央请求封禁

女学，清廷遂下发诏令封禁女学
[62]
。湖北总督、巡抚并无开办女学之意，遂

以“教育青年妇女，易启背逆之端”为由，破坏湖北女学堂，学生不得已退

学
[63]
。在缺乏官方承认的前提下，女学堂极易因为招致琐事的冲击而停办。

一些女学还面临着经济支绌而官方不予维持的窘境。苏州苏苏女校创立三载，

“颇受省视学员之推许，而经济支绌，殆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虽屡行吁恳地

方大吏拟给补助，莫不以公用匮乏却之”
[64]
。女学缺乏官方支持的困境直至

1907 年才得以解决。

1907 年 3 月，面对庞大的女学数量和女学生群体，清廷官员认为开办女

学一事理应由清政府制定章程统一管理。清朝官员认为女学的开办合情合规，

“在时政固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社会层面如火如荼的

兴女学运动亟须统一管理，“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

等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骛虚名者

或不免转滋流弊”
[65]
。由此，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学堂章程，

即《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承认了

女学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女学第一次得到官方承认。

两部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生培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展现了执政当局对

女学生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期许。首先，废陋习，禁止女学生缠足。“女子缠

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其次，

要求女学生体悟对国家的责任，“初则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

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项，指导其实践躬行。渐进则授以对于伦类及国家

之责任。”最后，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女子教育的最高机构，其对女学生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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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更是明显表现出希望女学生成为支撑家庭的贤妻良母。女子师范学堂立学

总章义第一条更是直接强调：“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

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
[66]
。在课程安排

上，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女学安排女红课程，以期女学生可以成为合格的贤

妻良母，“女红其要旨在使习熟通常衣类之缝法裁法，并学习凡女子所能为

之各种手艺，以期裨补家计，兼养成其节约利用好勤勉之常度”
[67]
。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部分晚清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女学有利于强国

保种，在叙事中对女学生的角色定位以国族叙事为中心。以经正女学为起点，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国人反响不错的国人自办女学，来学者众多，女学生群

体初步形成。其中江苏一地兴办女学尤为积极，地方士绅也对女学生提出了

一系列培养要求。地方士绅兴女学的风潮也带动了清政府女学章程的出台。

不管是从社会期许还是执政者的期待来看，20 世纪初江苏女学生的身份定位

呈现两个面向，一是被培养为以家庭为核心、生育未来新国民的“贤妻良母”，

二是女学生的培养为国族叙事服务。客观上来说，这样的双重设定使得一部

分女学生走出闺阁，借女学生的身份阐发爱国主张、动员爱国行动，为带动

社会层面的运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江苏兴女学思潮是对救亡图存的时代回应，但受限于时代和阶级仍存在

一定局限。首先，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清末民初对“兴女学”等文

化观念的接受速度远远超前于传统经济基础的转型进程。这导致晚清“兴女

学”的革新缺少相应经济基础的支持，出现经济时段和思想时段的断裂。多

数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毕业生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社会生存空间，最终被迫回

归家庭接受父权掣肘；其次，国族叙事下的兴女学运动是一场男性主导的女

性解放运动。其指导思想延续融合了传教士“兴女学以救国”的观点以及家

国同构的传统女性观，将培养出的女学生定位为“强国保种”的资源，却忽

视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诉求与发展自主性，造成了部分女性个体自我

觉醒和国族叙事的冲突。

4. 结语

晚清民初经济基础的动摇、思想潮流的激荡与民族危机的叠加，使得江

苏士绅阶层开始蜕变：外患的挤压迫使他们转向新式学堂、企业的创办，试

图以新政维系秩序。这一群体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既延续着传统士绅的保

守特质，又因救亡压力而裹挟民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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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晚清民初兴女学运动本质是男性精英阶层主

导的国民改造工程。新士绅倡导的“贤妻良母”教育，本质是男性精英主导

的救亡策略：将女学生塑造具备现代育儿能力的女性，进而培育所谓“新国

民”。政府在规训女学生形象时，也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清政府虽确立了女学的合法地位，但其主张与江苏新士绅大致相同，将女学

生视为培养新国民的附属品。

民族主义大旗之下，作为被主导者，女学生自我解放的真实诉求悄然消

弭。传统社会以“文野”区分华夷的认知体系，在晚清民初遭遇西方文明冲

击后发生逆转:知识分子主动接纳西方文明等级秩序，将自身定位于现代文

明的边缘。作为民族复兴工程的重要环节，清末民初的江苏女学生被赋予双

重使命：既需通过成为“母教载体”培育新国民，又承载着使衰退民族重归

世界中心的国族期待。作为被规训者，女学生的培养塑造与国家命运相连，

被赋予了很多难以完成的历史使命，成为国族解放的功利性工具。国族话语

对个体声音的强势压制，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个体价值与集

体诉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导致江苏女学生的自我解放声音在这一过程中被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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